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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公益侵权惩罚性赔偿之限缩适用

陈　伟

摘　要：惩罚性赔偿制度兼具补强补偿性赔偿和惩罚加害人两种功能，在不同领域和不同时代，惩罚性

赔偿制度履行功能的偏重点并不相同。适用补强赔偿功能的原则是填补损害，需要突破的是传统损害赔偿原

理、实证法规范对损害的认知和填补的程度。适用惩罚功能则应遵循全法域上整体的过罚相当原则，这就需

要在制度设计层面进行更多的精细化设计，确保惩罚性赔偿与既有行政规制体系的功能相协调。考虑到侵害

环境利益的环境公益侵权在保护法益上的特殊性，且通过扩展环境行政处罚之功能可以在规范框架内更有效

率地解决生态环境修复问题，惩罚性赔偿在环境公益侵权中的适用应予限缩：以补强补偿性赔偿功能为重心，

惩罚加害人的功能仅在特殊情形下辅助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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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法典》第１２３２条：“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
的惩罚性赔偿。”

②　２０２１年１月４日，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公益诉讼起诉人浮梁县人民检察院与
被告浙江海蓝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一案并当庭宣判，判决被告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环境功能性
损失费用、应急处置费用及检测费、鉴定费共计２　８５３　６６５．５６元，承担环境污染惩罚性赔偿金１７１　４０６．３５元。参见新华
网，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２１－０１／１３／ｃ＿１１２６９７６０５７．ｈｔｍ，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３日访问。

一、引　言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七章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规定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侵权：一类
是侵害人身权或财产权的 “环境私益侵权”，另一类则是侵害环境公益或环境 “国益”的 “环境公
益侵权”［１］（Ｐ５０６）。环境公益侵权对应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其特征是对生
态环境利益的侵害，以区别于传统环境侵权对私权的侵害，两种侵权在侵犯的权益、归责原则、适
用惩罚性赔偿规则、救济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区别。该章第１２３２条规定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责任的惩罚性赔偿制度①，尽管有民法学者认为环境公益侵权原则上不应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２］，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则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不但不局限于环境私益侵权，更多地恰恰
是 “针对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和救济”［１］（Ｐ５３９）。全国首例适用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案例即在
环境公益侵权中适用了 《民法典》第１２３２条②。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２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 《最高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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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下文简称 “《解释》”），明确规定环
境公益侵权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 （第２条、第１２条）①。可以预期，未来将不断产生适用环境
公益侵权惩罚性赔偿条款的案例。如何化解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之间的矛盾由此成为值得研究的问
题。折中论似乎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思路：在环境公益侵权中可以适用第１２３２条，但需要对环境公
益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功能采用不同于私益侵权的定位。事实上，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司法裁判，讨
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惩罚性赔偿制度，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就应是其功能定位：在环境侵权
领域，这一制度的重心是偏重于对加害人的 “惩罚”还是对受害人的 “赔偿”，抑或是两者并重？
只有对惩罚性赔偿的功能有清晰的认识，才有可能对其构成要件的特征形成法教义学上的解释方
向，也才可能在司法适用中统一惩罚性赔偿的尺度。然而，已有学术成果对惩罚性赔偿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比较法引介、立法必要性及具体制度建构乃至构成要件等方面。涉及惩罚性赔偿功能的研究
一般只列明比较法上的补偿、惩罚、遏制三项功能，对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在不同领域是否存在差异
这一重要理论问题，涉及不多。本文拟对此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看法，并以环境公益侵权这一具体领
域为例，研究惩罚性赔偿在此领域中的功能定位问题。

二、惩罚性赔偿的法律功能

与补偿性损害赔偿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ｙ　Ｄａｍａｇｅｓ）相对，惩罚性赔偿 （Ｐｕｎｉｔ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 “是指
当被告以恶意、故意、欺诈或放任之方式实施行为而致原告受损时，原告可以获得的除实际损害赔
偿金 （Ａｃｔｕ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ｓ）之外的损害赔偿金”［３］（Ｐ１１２０）。这一制度起源于１８世纪中期的英国②，现当
代 “主要在美国法中采用”［４］。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始于１９９４年施行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４９条，之后为一系列法律和司法解释所扩展。《民法总则》第１７９条第２款对惩罚性赔偿进行了引
致性规定，《民法典》进一步规定了侵害知识产权 （第１１８５条）、产品责任 （第１２０７条）和环境侵
权 （第１２３２条）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目前，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定的规范群，
但其功能价值与适用范围尚未得到充分阐释［５］。对惩罚性赔偿功能的研究目前停留在该制度运行的
一般层面，未及深入到具体领域，从总体上看，惩罚性赔偿具有 “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
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６］。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究竟是补偿受害人 （下文称为 “补强赔偿”
功能）还是惩罚和遏制加害人 （下文称为 “惩罚”功能），学界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
为惩罚性赔偿数额不应比补偿性赔偿数额明显过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惩罚性赔偿适用目的就是惩
罚就有严重过错的行为［７］。考虑到我国法律体系与英美法系存在较大差异和惩罚性赔偿运作的实际
情况，本文认为惩罚性赔偿兼具补偿和惩罚的功能，遏制等其他功能是补偿和惩罚功能的自然延伸
而不是一项独立的功能。问题在于，在不同具体的法律领域，例如在食品药品侵权、侵害知识产
权、环境侵权乃至合同领域，惩罚性赔偿的补强赔偿功能和惩罚功能是统一保持二元均衡，还是在
不同领域二元功能各有侧重？对此问题，学界缺乏系统讨论，下文试着从时代需求和具体法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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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２条：“因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受到损
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依据民法典第１２３２条的规定，请求判令侵权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本解
释。”第１２条：“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作为被侵权人代表，请求判令侵权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
法院可以参照前述规定予以处理。但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确定，应当以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
导致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数额作为计算基数。”

Ｗｉｌｋｅｓ　ｖ．Ｗｏｏｄ（１７６３）９８Ｅｎｇ．Ｒｅｐ．４８９，４９８－９９（Ｃ．Ｐ．）（“［Ａ］ｊｕｒｙ　ｈａｖｅ　ｉｔ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ｇ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ｉｎｊｕｒｙ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Ｄａｍａｇｅｓ　ａ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ｓ　ａ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ｊｕｒ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ｂｕｔ　ｌｉｋｅｗｉｓｅ　ａｓ　ａ　ｐｕｎｉｓｈ－
ｍｅｎｔ．”）；Ｈｕｃｋｌｅ　ｖ．Ｍｏｎｅｙ（１７６３）９５Ｅｎｇ．Ｒｅｐ．７６８，７６９（Ｋ．Ｂ．）。



面对的独特问题这两个层面简要回应此问题。
（一）时空变量
从总体上看，在不同社会 （尤其是不同法系）和不同时代，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偏重表现出较大

差异。惩罚性赔偿滥觞于英国不久之后即被美国法引入，但由于其制度逻辑与大陆法系对民法的认
知存在深刻矛盾，因此长期以来并未被大陆法系所吸收［７］。以美国为例，虽然 “美国侵权法始终将
填补损害作为惩罚性赔偿的本源”［８］，但惩罚性赔偿还具有另一重要功能，即 “惩罚被告……并遏
制其他潜在加害人”①。补强赔偿功能与惩罚功能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动态发展的，１９世纪惩罚性赔
偿制度的出现是为了填补侵权法未予救济的精神损害，而２０世纪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则由救济个体
损害转为救济社会性损害［９］。所谓的 “社会性损害”即超出个案的损害，其实质是用个案之外可能
存在大量未被发现的由原告造成的其他损害的潜在赔偿金作为本案原告的赔偿金。就个案而言，社
会性损害的救济思路并非对原告损害的填补，而是对加害人的惩罚。因此，当加害人不是被单个
（或数个）原告主张惩罚性赔偿金，而是发生了大规模侵权时，则不宜适用惩罚性赔偿［９］。
不仅惩罚性赔偿的补强赔偿功能和惩罚功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各有侧重，对两种功能的认知也

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发生较大改变。以混合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对惩罚和遏制
功能的态度为例，法院是否承认民法除补偿性赔偿之外的惩罚和遏制功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存
在一个复杂的融合了社会认知、历史变迁和法系角力等因素的综合过程。在路易斯安那州，即便立
法已经从总体上承认惩罚性赔偿是一项正式的民事制度，但这项制度的功能究竟是惩罚还是遏制，
存在理论上的争议和实践中的不同做法。这从惩罚性赔偿的名称上可明显看出，ｐｕｎｉｔｉｖｅ侧重于惩
罚，而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侧重于遏制；路易斯安纳州的立法用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ｄａｍａｇｅｓ而不用ｐｕｎｉｔ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
来表述惩罚性赔偿。虽然表面上看，这一选择似乎是想用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ｄａｍａｇｅｓ来遏制潜在加害人，
但实践中的很多案例表明，惩罚性赔偿履行的只是取代刑事罚金惩罚当事人的功能［１０］。其实，惩
罚功能和遏制功能并无清晰的边界，惩罚既是对现实加害人的惩罚也是对潜在加害人的遏制，遏制
既是对潜在加害人的遏制也是对现实加害人的惩罚。由于法系和国情存在很大不同，在我国，遏制
功能主要由刑法履行，在惩罚功能之外赋予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单独的遏制功能，理由不如英美法系
充分。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本文认为，我国的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应定位于补强赔偿和惩罚，遏制
只是惩罚的附带功能。
在我国，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偏重于补强赔偿还是偏重于惩罚抑或两者并重，和该制度运行时的

社会需求也有很大关联。以在我国最早实行惩罚性赔偿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为例，惩罚性赔偿最
初引入我国立法，其功能上的动因是 “在行政规制失灵的现实背景下，借助惩罚性赔偿动员私人参
与公共规制”［１１］，这种功能定位更偏重于通过对现实加害人的惩罚而遏制潜在加害人。随着时代变
迁，法政策从对职业索赔者保持克制、默许的态度转变为不再支持的态度，惩罚性赔偿的功能从惩
罚逐渐向补强赔偿过渡。

（二）领域变量
除了不同时代、不同法系的时空变量对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定位有较大影响之外，不同法律领域

面对的独特问题也会使得惩罚性赔偿二元功能的权重有所区别。惩罚性赔偿的实质是 “以私法机制
执行由公法担当的惩罚与威慑功能的特殊惩罚制度”［１２］。有的领域面对的问题适合由公法规制且规
制的手段较为完善，惩罚和遏制的功能已由公法完成，惩罚性赔偿的惩罚与遏制功能自然受到削
弱，而主要完成补强赔偿的功能，例如在食品安全领域。有的领域处理的问题适合私法自治，公法
一般无法事先直接规制，需要用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功能遏制违法行为的产生，补强赔偿则成为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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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惩罚性赔偿的功能结构如图１所示，其中的虚线代表在不同领域
或时代惩罚性赔偿的补强功能与惩罚功能所占权重不同。当然，这仅仅是为了说明类型化研究重要
性的十分粗略的框架性看法，对某一具体领域面对独特问题的深入分析即成为推进研究惩罚性赔偿
制度的类型化方法。
下文将以环境公益侵权领域为例，分析该领域面对和处理的问题有哪些独特性，这些独特性对

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定位有何影响。

图１　惩罚性赔偿的功能

三、环境公益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定位

（一）环境公益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回顾
在 《民法典》之前，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环境公益侵权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然而早在

２０１４年发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
保障的意见》第５条 “基本原则”中即已提出，“探索建立环境修复、惩罚性赔偿等制度，依法严
肃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下文简称 “《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２３条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当法官无法直接认定生态环
境修复费用时，应根据一系列裁量因素酌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①。这些裁量因素可以根据是否涉及
加害人的主观状态分为客观裁量因素和主观裁量因素，其中 “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
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属于客观裁量因素中与损害直接相关的因素，“防
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属于客观裁量因素中与损害间接相关的因
素，而 “过错程度”则属于主观裁量因素。显然，即便两案在所有客观因素上都高度相似，而加害
人主观过错程度存在显著差别，法官在确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时应该考虑主观过错的权重，让过错
程度更高的加害人承担更高的修复费用。这其实是从实质上运用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根据补偿
性赔偿模式，赔偿的功能是填补损害，既然客观上两案造成的损害高度相似，所确定的生态环境修
复费用当然也应大体相当，根本不需要考虑加害人的主观过错因素。考虑加害人主观过错因素对修
复费用认定的影响，即体现了惩罚性赔偿的思路：主观恶性越高，赔偿的金额也越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试行）》（２０１９）第１４条规定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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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２３条：“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
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
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可以
参考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合理确定。”



用 （二）和 （三）并非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实际损害①。《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２２条也规定人民法
院可以支持原告请求的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用以及其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在很
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中，鉴定、评估等费用可能占据整个损害赔偿金额相当大的比例，在有些
案例中甚至可能超过修复费用或生态环境的受损价值。让加害人承担这部分费用，体现了惩罚性赔
偿的补强赔偿功能。让加害人承担合理的律师费用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也符合惩罚性赔偿鼓
励受害人通过私法手段行使公法权力的初衷。并且，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对上述费用，人
民法院应根据具体案情予以判决，也就是说，在有些案件中可以判决被告承担这些费用，也可以判
决被告不承担这些费用；即便判决被告承担这些费用，承担费用的多少或比例也应根据具体案情予
以确定。这其实赋予了法院在补偿性赔偿之外根据实际案情来确定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以及如果
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范围如何确定的自由裁量权。这些费用并不涉及加害人的主观过错，也不直接
涉及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基本上都是对造成损害间接费用的填补，因此体现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补
强赔偿的功能。
司法解释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承认了环境公益侵权惩罚性赔偿，《民法典》也明确规定了这一制

度，但是理论上对环境公益侵权是否应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还存在一些争议。王利明教授从语义
解释、体系解释乃至被赔偿主体三个层面分析，认为惩罚性赔偿不宜适用于环境公益侵权［２］。也有
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既可以适用于环境私益侵权，又可以适用于环境公益侵权［１３］（Ｐ２４９），环境公
益侵权不但应该引入惩罚性赔偿，其功能更应定位于威慑补强［１４］。还有学者则认为环境公益侵权
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和一般意义上的惩罚性功能并无区别［１５］。上述这些观点似乎都难以调和环境公
益侵权惩罚性赔偿的理论自洽与司法实践走向的矛盾，本文拟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折中路
线：在承认环境公益侵权惩罚性赔偿司法适用的基础上，严格界定其功能定位。
从惩罚性赔偿的一般理论来看，德国学者彼得林斯基认为惩罚性赔偿理论只解释了惩罚加害人

的正当性，但没有解释为何受害人可以获得高额赔偿［１６］。由于环境公益侵权处理的是环境公共权
益受损救济的问题，生态环境损害本身不会说话，需要损害之外的监管人或代理人才能发现损害、
提起诉讼，相比于实际存在的损害，被发现并进入诉讼程序的生态环境损害案件占比不高，这使得
在个案中通过惩罚性赔偿填补未被发现的社会性损害具有了合理性，这其实从一方面解释了受害人
为何可以获得高额赔偿。且由于环境公共权益在生态系统中的可流通性，某一个案中的惩罚性赔偿
金有可能用于对其他案件中同种或类似环境损害的修复———个案中受害人获得的高额赔偿既然可以
通过这一渠道提供对其他案件中环境公益的救济，进一步证成了环境公益侵权中惩罚性赔偿的正当
性。另外，与环境私益侵权相比，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并不会导致环境公益侵权中受害人产生道德
风险。因此，在环境公益侵权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既解释了对加害人予以惩罚的正当性，又解释了受
害人获得高额赔偿的正当性。
从 《民法典》规定本身来看，第１２３２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仅限于 “违反法律规定”

“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且 “造成严重后果的”，且对于环境公益侵权而言， “违反法律规定”
其实是增加了行为意义上的违法性要件，这实际上大大限缩了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前提条件。就 《民
法典》的立法目的而言，立法者对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适用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态度是十分明确
的，《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草案）〉的说明》在涉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惩罚性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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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试行）》第１４条：“原告请求被告承担下列费用的，

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予以判决：（一）实施应急方案以及为防止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和扩大采取合理预防、处置措施发
生的应急处置费用；（二）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和诉讼支出的调查、检验、鉴定、评估等费用；（三）合理的律师费
以及其他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



的内容时，行文为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增加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并
明确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规则”①。“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和 “生态环境
损害的修复和赔偿规则”两相对应，明确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立法目的上即是针对 “生态环境损
害”的，这一立法目的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认识一致［１］（Ｐ５３９）。

（二）补强赔偿为主、惩罚为辅的功能定位
和其他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功能定位类似，环境公益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定位也离不开对时空

变量和领域变量的考虑，最终的功能定位应由制度所处的时空节点和所在领域面对、处理问题的特
征共同确定。对环境公益侵权而言，时空变量是指我国法律体系属于大陆法系的特征和现阶段生态
环境保护领域公法规制的强度；领域变量则是生态环境损害本身的特殊性，例如损害缺少市场价值
而难以估算、用传统的补偿性赔偿方法无法准确界定补偿性赔偿的范围等。综合考虑这两个变量，
环境公益侵权的惩罚性赔偿功能应定位于补强赔偿为主，惩罚为辅。
历史上，在环境权益尚未法定化时，环境权益损害因不能够折合成财产而被排除在赔偿之

外［１７］。然而，当环境权益已被法定化为一种独立的请求权基础时，“许多最初无法求偿的 ‘无形损
害’已经属于一般损害赔偿的范畴”［１８］，在这种情况下，公法处罚和民事赔偿应当在功能上有所分
化，在衔接程序上应更趋合理。具体说来，现实中，在环境权益尚未具体化为法定权益之前，惩罚
功能实际上完全是由行政处罚来实现的。为了体现过罚相当原则，立法对环境行政处罚进行了重大
调整，在重要领域由固定罚款数额改为损失比例罚款数额乃至按日连续处罚，如果在执法中能够严
格按照现有环境行政法律法规执行，可大大弥补之前固定数额罚款处罚功能强度不够的弊端。在行
政处罚幅度增强的同时，对环境公共权益受损的民事救济也发展起来，这样，加害人面临的情形
是：一方面要以公法的形式受到增强的行政处罚 （这种处罚增强的功能已经考虑到了威慑加害人的
行为）的惩罚，另一方面要通过环境公益侵权以私法的形式赔偿受损的生态环境公益。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要突出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功能，有可能会不恰当地阻断正在发展并不断强化的行政处罚制
度 （及其功能扩展）的进一步发展，除了不符合大陆法系公私法的规范分工要求之外，似乎也会在
一定程度上误导社会现实中制度的演化方向。
环境公益侵权侵害的是公益性权益，相比于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环境私益侵权，无论是涉及

侵害环境公益的环境公益诉讼，还是涉及侵害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或其他 “环境国益”的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其侵害的都是广义上的公共权益。通常而言，在一般情况下，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
往往仅会受到公法上 （行政处罚或刑事制裁）的处罚，只有在侵犯公共利益的同时侵犯了私人权
益，才涉及民事赔偿问题。在一般情况下，由行政法或刑法履行法律对行为人 （民法上的加害人）
的惩罚功能，而由侵权责任法履行法律对受害人的补偿功能，符合公私法的规范分工。由于环境公
益侵权侵害的是环境公共权益，公法上的处罚已经履行了一定程度上的 “赔偿性惩罚”功能，也就
是说，公法上的罚款或罚金通过上缴国库，转移支付的方式部分地补偿了生态环境损害，而与环境
私益侵权案件相关的公法罚款或罚金是无法补偿受害人的，只能通过民事诉讼另行赔偿。通过补强
环境公益侵权的罚款或罚金，可以通过公法形式履行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功能，而与环境私益侵权
相关的罚款或罚金则无法提供对受害人人身权或财产权的救济。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有学者主张环
境公益诉讼应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为主［１９］，对环境公益侵权，可以通过补强行政处罚的路径予以
救济，一方面通过补强环境行政处罚的法律威慑、风险预防和生态恢复三大功能［２０］，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减少环境公益侵权诉讼，节约诉讼成本；另一方面则与之匹配，需要相应弱化惩罚性赔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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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和遏制功能，无需在立法上强化环境公益诉讼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这样通过私法途径履行
公法功能的诉讼形式。
增强的行政处罚和在实践中兴起的已经被立法确认的环境公益侵权诉讼，分别从公私法两个层面

对生态环境损害提供规制或救济，如果能充分发挥这种二元救济的制度力量，对生态环境保护而言似
已 “够用”。如果在司法救济层面的损害赔偿中进一步增加惩罚性赔偿，出于整体性过罚相当原则的
考虑，环境公益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自然应将功能定位为：主要应当补强传统损害赔偿理论无法填补
的生态环境损害，只有当行政处罚或刑事制裁不足以满足过罚相当原则时，再发挥其惩罚功能。

四、补强赔偿功能之适用

通过前文分析可见，对环境公益侵权而言，时空变量和领域变量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交织的，
随着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公法规制的增强和生态环境公益救济出现多种渠道，出于尊重现实立法的考
虑，应把环境公益侵权惩罚性赔偿功能定位于补强赔偿为主，惩罚加害人为辅。相较于消费者权益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乃至一般环境侵权这些私权受到侵害的领域，对环境公益受到侵害提供救济的
环境公益侵权领域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公法处罚的可扩展性，即可以通过行政处罚或刑事罚金同时
完成赔偿和惩罚这两种功能，这一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相对畅通的。因此，适当限缩惩罚性赔
偿在环境公益侵权领域中的惩罚功能，是合理妥当的做法：一方面，在公法处罚已经足够体现处罚
力度时，运用惩罚性赔偿的补强赔偿功能更充分地填补损害 （考虑到生态环境价值估值的特殊性）；
另一方面，在公法处罚尚不足以体现惩罚力度时，运用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功能予以兜底惩罚，通过
“私法操作”弥补公法漏洞。

（一）运用替代等值分析法补强赔偿
从法理上说，应当通过扩展补偿性赔偿本身的范围来完善补偿性赔偿，而不是另设惩罚性赔偿

来获得本应属于补偿性赔偿范围的金额［２１］。然而，在特定社会时段，一般法律认知对补偿性赔偿
范围的界定有一个通常标准，并不需要、也不可能在所有领域扩展这一标准。在特殊领域，运用惩
罚性赔偿的补强赔偿功能一方面可以维持补偿性赔偿一般标准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超过一般法律认
知的那部分的补强赔偿金实际上正体现了惩罚性赔偿的制度价值。从实证立法来看，《民法典》第

１２３２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的补强赔偿功能应解释为是对第１２３５条 （赔偿范围）的补强①。本文只
关注环境公益侵权惩罚性赔偿补强赔偿功能的适用，至于第１２３２条中包含的环境私益侵权的补强
赔偿功能，并非是对第１２３５条的补强，而是对涉及私益侵权赔偿范围条款的补强。
惩罚性赔偿适用于赔偿数额较难确定的案件，环境公益侵权中生态环境损害的价值缺少市场价

格［２２］，恰好可以发挥补强赔偿功能的优势。《解释》第１２条规定环境公益侵权惩罚性赔偿 “应当
以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
失数额作为计算基数”。下文将对此规定进行操作性分析。根据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 （第

ＩＩ版）》（下文简称为 “《推荐方法第ＩＩ版》”）的规定，环境公益侵权中 “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方法包
括替代等值分析方法和环境价值评估方法”。替代等值分析法以生态恢复为目标，环境价值评估法
则以损害赔偿为目标。《民法典》第１２３４条已经明确了生态环境修复优先原则，只有在不能修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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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法典》第１２３５条：“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
人赔偿下列损失和费用：（一）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二）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
损害造成的损失；（三）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四）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费用；（五）防止损害的发
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侵权人才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①。也就是说，应以优先适用替代等值分析法为原则，如果存在期间
损害，则用环境价值评估法评估期间损害②；在无法修复或无法完全修复时才用环境价值评估法评
估永久性损害。
根据 《民法典》第１２３４条和 《推荐方法第ＩＩ版》，在生态环境价值能够恢复时，优先适用替代

等值分析法。然而，运用替代等值分析法计算的损害仅仅只是把环境或生态恢复到 “原状”（基线）
的费用 （主要是工程造价）。在运用替代等值分析法计算恢复量之后，需要在各种可能的恢复工程
中选择适合本案的工程。考虑到恢复工程的成本效益或技术可行性，有可能在使用人工恢复工程时
选择 “性价比”较高的工程，而不是恢复效果最优的工程，“人工恢复适用于目前技术水平下能够
有效恢复受损环境及其生态系统服务且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情形”（《推荐方法第ＩＩ版》）。此时，
替代等值分析法虽然符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基本要求，但仍可以通过惩罚性赔偿补强恢复效果最
优工程造价的差额部分。

（二）运用环境价值评估法补强赔偿
当不能或不适合用替代等值分析法量化损害时则应用环境价值评估法评估生态环境损害的货币

价值。环境价值评估法分为市场价值法、揭示偏好法、效益转移法和陈述偏好法［２３］（Ｐ３８－７６）。市场价
值法通过计算生态环境损害导致的其他商品市场价值的减损来估算生态环境价值。例如森林被砍
伐，除了林木本身的市场价值之外，还需要计算森林减少对周边农田种植的经济作物减产的价值，
这部分价值有市场价格，可以视作森林被砍伐后生态环境的损害价值。市场价值法无法完全填补生
态环境损害，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只能填补一小部分生态环境损害，其对生态环境损害价值的估算受
限于经济作物本身的市场价值。如此，可以通过惩罚性赔偿补足市场价值和生态环境受损价值 （基
于法价值判断）之间的差额，既可以体现市场价值法的客观性，又可以通过惩罚性赔偿的法规范对
差额的补足体现估值的规范性。
如果生态环境损害造成有些市场价值的减损并未直接体现出来，而需要通过某种转换方式来揭

示实际市场价值的减损，则需要用揭示偏好法来估算生态环境价值。在我国环境公益侵权诉讼中运
用最多的揭示偏好法是虚拟治理成本法，用正常处理工业废料 （废气、废水、废渣等）的市场价格
乘以一定系数来估算环境价值。司法实践中有法官认为这种用处理废料市场价格乘以一定系数的方
式体现了惩罚性赔偿的思路，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处理废料的市场价格不是对环境损害的
惩罚性赔偿，因为处理废料的市场价格是在可控的工业化环境下的处理价格，如果废料已经被排放
到环境中，处理这种形态的废料所需花费的成本要远高于在工厂里处理废料的成本 （市场价格）。
因此，用处理废料的市场价格乘以一定的系数只是体现了对生态环境的补偿性赔偿，甚至这种补偿
性赔偿可能都未必充分，运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的数额也属于补偿性赔偿，“其中的环境敏感系
数并非惩罚性赔偿的倍数”［２４］。因此，考虑虚拟治理成本法系数的裁量空间时，宜基于损害的客观
性，得出确定的系数值计算环境损害价值。之后，如果满足适用条件，再运用惩罚性赔偿的补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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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民法典》第１２３４条：“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
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任。侵权人在期限内未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可
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修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负担。”

对于期间损害究竟适用替代等值分析法还是环境价值评估法，学界存在不同看法。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应该把期间
损害折算为货币价值 （环境价值评估法）还是量化为被损害的生态量 （替代等值分析法）。对期间损害采取环境价值评估
法的合理性在于，在已经用替代等值分析法恢复了生态量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进一步恢复期间损害量，否则可能会造
成超额恢复的问题。对期间损害采取替代等值分析法的合理性在于，期间损害也是生态环境损害，应当优先适用恢复而
非赔偿。从民法典第１２３５条第一项的规定来看，立法把期间损害视为应予 “赔偿”（而非修复）的损失，对期间损害采
取环境价值评估法似乎更符合此条规定。



能补足损害。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有些鉴定评估机构甚至法院对虚拟治理成本法的适用较为随意，

降低了生态环境损害额确定的司法权威性。为了应对这一现象，原环境保护部于２０１７年编制了
《关于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情形与计算方法的说明》，明确限定了该法的使用范围并进一步精确了计
算方法，对可以适用与不适用虚拟治理成本法的条件做出了规定，取消了环境敏感系数区间值。近
来，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更是以生态环境标准的形式对大气污染、水污染虚拟治理
成本法进行了严格的标准化，先后发布了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基础方法第１部分：大
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实施）《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基础方法第２部
分：水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实施）。这两份技术标准除了严格限定虚拟治理成
本法的适用条件等一系列技术问题之外，对虚拟治理成本法的计算公式也作了重大更改，虚拟治理
成本除了要考虑治理成本、污染物数量和环境敏感系数之外，还需要考虑危害系数、受体敏感系数
和超标系数。可以预期，未来对虚拟治理成本法的适用将趋于科学和严格，可以在较大程度上避免
该法适用范围不明确、计算依据不充分、计算数额难统一等问题。随着以虚拟治理成本法为代表的
生态环境损害额量化方法的日趋严格、统一，实践中应形成技术标准不对排放、倾倒、泄漏等主观
恶意、故意性因素进行判断的共识，也就是说，无论何种以技术标准形式出现的生态环境损害额的
量化方法，都不应涉及应由惩罚性赔偿制度予以规范的内容［２５］。
效益转移法是以前案或现实中相类似的事实和损害计算方法为基础推论本案的事实和损害价

值，如果两案在事实和损害方面是相似的，把前案的价值估算的结果转移到本案就不存在惩罚性赔
偿的补强功能；如果两案加害人在主观因素上存在显著区别，则在满足一定前提条件下可以用惩罚
性赔偿的惩罚功能体现差别。陈述偏好法是在无法运用前述较为客观的估值方法计算损害时，通过
询问利益相关者，让他们通过陈述的方式 （例如问卷调查）来估算环境损害价值 （例如物种灭绝的
生态环境损害价值）。这种方法的主观性较强，选择不同的样本人群，设计不同的调查问卷，得出
的估值结果可能相差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结合具体案情，运用法定惩罚性赔偿的补强功能，可以
增强判决的说服力———法律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虽然可能计算价值高于实际价值，但高出部分可用
补强功能证成正当性。此外，环境公共利益损失造成的精神损害，其程度要远低于个体身体损害造
成的精神损害，因此，在环境公益侵权中原则上不存在用惩罚性赔偿来填补精神损害的问题。

（三）适用补强赔偿功能的其他方法
前述替代等值分析法针对的是用人工修复工程可以把受损的生态环境完全修复到基线的情形，

没有造成永久性损害；而前述环境价值评估法针对的则是仅造成了永久性损害，没有 （无法）用人
工修复工程予以修复。然而，现实案件还经常会出现生态环境损害虽然需要人工修复，却无法修复
到基线状态的情况，此时，既存在修复工程费用 （《民法典》第１２３５条第四项规定的 “修复生态环
境费用”）又存在永久性损失 （《民法典》第１２３５条第二项规定的 “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
的损失”），需要综合使用替代等值分析法和环境价值评估法这两种方法。惩罚性赔偿在这类案件中
可以根据前文分析，同时在两种方法中适用补强赔偿功能。考虑到用环境价值评估法评估永久性损
害不是单纯的环境经济学的数量计算，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法价值判断，因此，法院在司法裁判
中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把环境价值评估理解为惩罚性赔偿的法律适用，而不只是局限于鉴定评估
意见给出的永久性损害的量化价值。
除了替代等值分析法和环境价值评估法这两大类根据环境损害本身的因素来评估环境损害的方

法外，司法解释还规定了一些根据环境损害之外的因素来酌定损害的方法，例如 《环境公益诉讼解
释》第２３条的规定。２０１７年８月， 《南方周末》报道了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起诉现代汽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损害赔偿案件［２９］。该案无法通过替代等值分析法和环境价值评估法量化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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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后果，鉴定评估机构最后以涉案７２０台车辆降低排放措施成本９２　８１６．４０元作为计算赔偿的基数
依据计算赔偿。这样的计算虽然符合司法解释和传统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的要求，但其实无法填补现
实损害。此时，可以运用惩罚性赔偿的补强赔偿功能，增加赔偿数额。如果满足一定证据标准，且
补强赔偿功能的履行尚不能体现过罚相当原则的要求，则还可以在此基础上适用惩罚功能进一步增
加赔偿金。
补强赔偿功能适用的前提是满足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相对于一般赔偿，惩罚性赔偿最重要

的要件是 “故意”和 “造成严重后果”。为避免在环境公益侵权中借用私法手段滥用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的 “故意”和 “造成严重后果”要件应慎重认定，宜在司法经验的积累上，在司法解释
中用列举的方式明确列明这两种要件的具体情形，尽可能限缩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以减少把惩罚
性赔偿适用于环境公益侵权的争议。在客观损害相同的情况下，对故意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补强
赔偿功能，而对过失或无过错行为适用一般赔偿，意味着填补生态环境损害所需金额并非纯粹的、
客观的经济学判断，而是渗入了法价值或法政策的综合性判断。这种判断模式正好适用于生态环境
损害价值因其特性而难以通过客观方式鉴定或评估的状况。补强赔偿功能起到的作用是衡平现行法
律一般性规定和特殊案例救济需要之间的裂隙，当案件相对于当时法律规定的特殊性随着社会变迁
而不再特殊时，补强赔偿的那部分数额自然会被新的立法或司法解释确定为一般性规定，不再属于
惩罚性赔偿的范畴。

五、惩罚功能之适用

（一）适用惩罚功能的特殊情形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惩罚性赔偿之惩罚功能的适用比补强赔偿功能的适用存在更大的理论障

碍。以惩罚性赔偿最先适用的消费者保护领域为例，有学者即已担心在消费者的实际损害已经得到全
面赔偿的前提下，再进行数倍的惩罚性赔偿是否符合过罚相当原则的问题［２６］，在环境公益侵权领域
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总体上看，适用补强赔偿功能的原则是填补损害，需要突破的是传统损害赔偿
原理、实证法规范对损害的认知和填补的程度；适用惩罚功能则应遵循全法域上整体的过罚相当原
则，即 “同一不当行为同时满足惩罚性赔偿、罚款或罚金的责任成立要件时，应注意各种惩罚措施的
总体惩罚、威慑效果”［１３］。这就需要在制度设计层面进行更多的精细化设计，确保惩罚性赔偿与既有
行政规制体系的功能相协调。既然是全法域上的过罚相当，惩罚功能的适用应考虑已有的行政和刑事
惩罚，惩罚功能应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辅助功能，在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慎重适用。
具体而言，惩罚功能的适用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某一行为因某种原因———既可能是

法律内的原因，例如超过追诉时效 （尚未超过诉讼时效），也可能是法律外的原因，例如公法机关
不作为等———没有受到公法处罚或即便受到公法处罚仍不足以体现过罚相当原则；第二种情况是损
害结果不在公法处罚范围内，例如某些全新类型案件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无法定罪，但确实造成了严
重的后果。这两种情况都可以通过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功能补足过罚相当原则对惩罚的需求。无论哪
种情况，一定时期内司法政策的变动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对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内过罚相当原则的具体
内涵作出波动性阐释，从而对惩罚功能的适用产生影响。
从实证法规范的角度看，《行政处罚法》第３５条规定了已经罚款的部分应当折抵罚金①，环保

部、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规定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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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行政处罚法》第３５条第２款：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

应当折抵相应罚金；行政机关尚未给予当事人罚款的，不再给予罚款。”



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规则，这些规定体现了公法域内的过罚相当原则。司法实践中，法院的观
点和上述规范是一致的，“罚金的法效果与行政罚款的法效果相同……因此沭阳农委不应再对第三
人仲某某盗伐林木行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①。由于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功能在
实质上是用私法形式履行公法功能，因此对这一功能的适用同样应放在整个公法域内作总体考虑。
就惩罚功能与行政处罚的关系而言，由于环境公益侵权惩罚性赔偿的要件需要主观上是故意、

客观上违反法律规定且造成严重后果，在提起环境公益侵权之诉前未被行政处罚的可能性较小。因
此在一个偏重行政规制的法律系统中设计惩罚性赔偿制度，“需要将其同行政处罚等传统规制手段
相互调试，形成功能互补而非功能重叠的关系”［１１］（Ｐ５５）。考虑到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和民事诉讼时
效在规范上的差异和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时间差，如果在个别案件中出现了已过行政处罚追诉时效
但满足惩罚性赔偿诉讼时效时，可以适用惩罚功能，因为设定行政处罚追诉时效的目的主要是考虑
到证据上的信息可获得性而不是为了排除惩罚。如果在提起环境公益侵权诉讼之前，加害人已受到
公法处罚，但尚未达到过罚相当的要求，则适用惩罚功能予以补足。在刑事附带公益诉讼的情形
下，也可以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 （例如生态环境损害的可恢复性程度较高），把惩罚性赔偿的惩罚
功能纳入量刑因素的考虑范围。
就惩罚功能与罚金的关系而言，虽然刑法第３３８条污染环境罪规定了单处罚金的刑事责任方

式，然而，我国现阶段并不具备 “规模化运行罚金刑的民众观念、国家管理模式、程序性制度设计
及其承载制度的社会生活条件”［２７］，因此凡是以财产罚的方式能够有效承担的法律责任，应划归为
行政或民事责任范畴而不是刑事处罚。在尚不构成需要自由刑予以惩罚的情形下，当行政处罚无法
满足过罚相当原则的要求时，用惩罚性赔偿履行法律的惩罚功能即成为一种有效的民事制裁手段。
此外，考虑到有些生态环境价值难以确定，甚至有些生态环境价值尚未纳入公法调整范围，在

这种新类型案件中适用惩罚功能，体现了实质上的过罚相当原则，即用私法的灵活性事先试水本应
由公法规范但却尚未由公法规范的特殊情形。例如故意违反法律规定严重破坏了某种尚未纳入保护
名录的植物生存环境，行政处罚仅针对行为的违法性进行了处罚，刑事处罚无法适用，对于造成的
严重后果，宜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功能。
从程序法的角度来看，补强赔偿功能的适用对证据的要求与民事程序完全相容，但惩罚功能由

于涉及对加害人的惩罚，表面上的私法手段无法掩盖实质上的公法功能，因此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是
否应对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功能设置特别制度成为值得讨论的问题。尤其是在达到民事证据标准但尚
未达到刑事或行政证据标准的案件中，是否可以体现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功能，尚无深入研究。实际
上，补强赔偿功能和惩罚功能之履行，需要证据证明的构成要件并不相同。适用补强赔偿功能需要
的主要证据是在损害要件上，需要证明传统的损害赔偿原理和法规范不足以完全填补环境公益侵权
领域内的损害，这一层面证据的标准是民事证据标准。适用惩罚功能需要的主要证据是在过错和行
为要件上，需要证明的是加害人的行为之应受惩罚性，这一层面的证据标准应达到公法证据的强
度。由于我国行政诉讼一般证明标准的多元化，尚未形成统一的证据标准［２８］，且考虑到行政处罚
一般以行为外观作为处罚根据，淡化对主观过错的判断，而环境公益侵权惩罚性赔偿之构成需要明
确的主观故意要件，因此，从理论上看，在适用惩罚功能增加赔偿金时适用刑事证据标准较为妥
当。然而，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内，由于只规定了民事实体法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未规定民事程
序法上的配套规则，只能依法按照民事程序法的规定审理，即对于上述情况，仍然可以适用惩罚性
赔偿的惩罚功能，但是从应然层面看，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相应诉讼规则。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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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苏１３０２行初３４８号行政判决书。



从前文的论述可见，之所以要在环境公益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中明确区分补强赔偿功能和惩罚
功能，而不是由法官从整体上根据某一个原则或标准判断惩罚性赔偿金，是因为：第一，环境公益
侵权惩罚性赔偿的补强赔偿功能和惩罚功能的定位不同，一般案件中应适用补强赔偿功能，满足一
定前提条件的案件才能谨慎适用惩罚功能。第二，补强赔偿功能与惩罚功能两者适用的原则不同，
前者适用损害填补原则，后者则适用过罚相当原则。从原理上看，在司法裁判中应分开形成心证，
分别说理。第三，补强赔偿功能与惩罚功能的适用对证据强度的要求不同，虽然在现有立法下应统
一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既有规定审理案件，但理论上看存在解释的空间。此外，由惩罚功能衍生出的
遏制功能需要考虑加害人的财务状况，才更能体现过罚相当原则。完全相同的情形，不同加害人财
务状况不同，有可能给出数额差距巨大的惩罚性赔偿［２９］。这实质上也是对过罚相当原则的具体适
用。就我国社会中的现实情况来看，考虑到环境公益侵权大量加害人是企业法人，随着环境刑事司
法日趋严格，遏制功能由刑法来完成更为有效。

（二）惩罚性赔偿金的确定与管理模式
与环境公益侵权惩罚性赔偿二元功能之适用紧密关联的问题是惩罚性赔偿金的确定模式和管理

制度之选择。即便在美国，尽管在媒体报道和学术争论中惩罚性赔偿似乎已成为一种判决常态，但
法院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例，尤其是适用数额巨大的惩罚性赔偿的案例实际上是非常罕见的［３０］。
在我国的环境公益侵权领域，数额巨大的补偿性赔偿并不少见，此时，如果适用倍数确定模式 （例
如以补强赔偿计算数值的三倍计算惩罚功能的金额，之后再两者相加得出总体的惩罚性赔偿金），
可能会造成天价惩罚性赔偿案，且这种案件都必然经过行政或刑事处罚阶段，不符合整体上的过罚
相当原则。同时，有些环境公益侵权案件，其最终损害赔偿数额甚至少于损害的鉴定费用，在这种
情况下，如果把环境公益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数额限定在一个确定的倍数上，更难言妥当。因此，不
确定具体的赔偿倍数，而由 “法院根据具体案情作出裁量”［１］（Ｐ５３７），分别适用补强损害功能和惩罚
功能裁量惩罚性赔偿的数额，较为合理。
由于惩罚性赔偿金有可能超过环境修复、生态恢复、合理支出所需费用，对这部分无法适用于

本案的惩罚性赔偿金应如何管理？环境修复、生态恢复和诉讼中合理支出的费用属于惩罚性赔偿制
度的私法补强功能，而超出部分则属于通过惩罚性赔偿这一私法手段履行的公法惩罚功能，因此，
对这部分资金理论上应上缴国库。虽然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第１４条①对环境公益诉讼资金管理模式提出了原则性规定，
但实践中的做法很不统一，存在支付到法院专门账户、环保公益基金账户或当地政府财政账户三种
模式。相比之下，根据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革方案》和实践中的做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
基本进入政府账户”［３１］。由此可见，在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二元模式共同构成的
环境公益侵权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应更偏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模式，这不仅是考虑到
“在面对环境损害赔偿金无人 ‘认领’和环境修复的专业性难题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模式较之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克服其不足性上更具可行性”［３１］，还因为超出补强赔偿部分的基于惩罚功能的惩
罚性赔偿金实质上的公法罚金的性质。

六、结　语

兴盛于美国法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因其判决数额的不可预测性，近年来正经受美国法院和学者的

—３３—

陈　伟：环境公益侵权惩罚性赔偿之限缩适用

① 此条部分内容为：“探索设立环境公益诉讼专项基金，将环境赔偿金专款用于恢复环境、修复生态、维护环境公
共利益；尚未设立基金的地方，可以与环境资源保护行政执法机关、政府财政部门等协商确定环境赔偿金的交付使用方
式。”



批评、反思，增强惩罚性赔偿的可预测性逐渐成为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呼声［３２］。通过补强赔偿原则
限定惩罚性赔偿的赔偿功能，通过过罚相当原则限定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功能，从总体上增强惩罚性
赔偿数额的可预测性，除了可以提高公私法接轨背景下法律适用的整体性，也是法律本身稳定行为
人期待之基本功能的需要。环境公益侵权由于自身的特殊性，比较法上并无惩罚性赔偿的规定①，
尽管 《民法典》规定了环境公益侵权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此制度在环境公益侵权中的适用应做严
格限定：在确定生态环境损害金额时适用补强赔偿功能，只有在公法处罚无法充分体现过罚相当原
则以及存在特殊的生态环境损害时才能适用惩罚功能。根据补强赔偿原则，除了对原告支出的合理
费用进行补强赔偿外，在用替代等值分析法或环境价值评估法评估生态环境损害或根据法定裁量因
素酌定生态环境损害时，应根据具体情况补强赔偿数额。如果公法惩罚已经充分体现了过罚相当原
则，甚至已经通过公法手段满足了生态环境损害的补偿性需要时，则应慎用惩罚功能。随着司法经
验的积累，未来在修订 《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时，可以对第

１２条进行适度扩充，形成环境公益侵权惩罚性赔偿特有的裁判规则。惩罚性赔偿补强赔偿和惩罚
这两种功能在不同领域所占权重因领域特性和时空因素会表现出不同的模式，对这种模式的研究并
不局限于环境公益侵权领域，其思路也可以适用于对惩罚性赔偿制度涉及的全部领域的研究。

参考文献

［１］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用［Ｍ］．北京：人

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０．
［２］王利明．《民法典》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亮点［Ｊ］．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２１（１）．
［３］薛波．元照英美法辞典（缩影版）［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４］王利明．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Ｊ］．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３（５）．
［５］高志宏．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二元体系与规范再造［Ｊ］．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０（６）．
［６］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０（４）．
［７］张新宝，李倩．惩罚性赔偿的立法选择［Ｊ］．清华法学，２００９（４）．
［８］马新彦，邓冰宁．论惩罚性赔偿的损害填补功能———以美国侵权法惩罚性赔偿制度为启示的研究［Ｊ］．吉林

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２（３）．
［９］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Ｊｒ．Ｊ．Ａ．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ｐｕｎｉｔ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ｉｎ　ｍａｓｓ　ｔｏｒｔｓ［Ｊ］．Ｇｅｏｒｇ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３）．
［１０］Ｅｓｉｅ，Ｂ．Ｈａｚｉｎｇ　ｌａｗｓ　ｉｎ　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ｍａｓｑｕｅｒａｄ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ｓｅ　ｏｆ　ｐｕｎｉｔ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９（１）．
［１１］赵鹏．惩罚性赔偿的行政法反思［Ｊ］．法学研究，２０１９（１）．
［１２］朱广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演进与适用［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３）．
［１３］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民事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条文理解与司法适用［Ｍ］．北京：法律

出版社，２０２０．
［１４］周骁然．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Ｊ］．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３）．
［１５］杨立新，李怡雯．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之构建［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９（３）．
［１６］王利明．论我国民法典中侵害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规则［Ｊ］．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９（８）．
［１７］高利红，余耀军．环境民事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之探究［Ｊ］．法学，２００３（３）．

—４３—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在ＢＰ墨西哥湾泄油案中，主张惩罚性赔偿的原告并非公益组织或政府，而仍然是自身利益受到损失的个人或渔
民，实质上仍然属于环境私益侵权的惩罚性赔偿，这与我国环境公益侵权的惩罚性赔偿完全不同。参见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Ｍ．Ｓｈａｒｋｅｙ．Ｔｈｅ　ＢＰ　ｏｉｌ　ｓｐｉｌ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ｃｌａｓｓｗｉｄｅ　ｐｕｎｉｔ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ＤｅＰａｕ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６４，Ｉｓｓｕｅ　２（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５），ｐｐ．６９４－６９６。



［１８］Ｍａｒｋｅｌ，Ｄ．Ｒｅ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ｕｎｉｔ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ａｓ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Ｊ］．Ｃｏｒｎｅｌｌ　Ｌａｗ　Ｒｅ－
ｖｉｅｗ，２００９（２）．

［１９］王明远．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方向：基于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理论的分析［Ｊ］．中国法学，２０１６（１）．
［２０］谭冰霖．环境行政处罚规制功能之补强［Ｊ］．法学研究，２０１８（４）．
［２１］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Ｇ．Ｔ．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ｗ　ｏｆ　ｐｕｎｉｔ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Ｊ］．Ｓｏｕｔｈ－
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２（１）．

［２２］陈伟．生态环境损害额的司法确定［Ｊ］．清华法学，２０２１（２）．
［２３］吴德胜，陈淑珍．生态环境损害经济学评估方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０．
［２４］季林云，韩梅．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探析［Ｊ］．环境保护，２０１７（２０）．
［２５］陈伟．作为规范的技术标准及其与法律的关系［Ｊ］．法学研究，２０２２（５）．
［２６］李友根．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宪法争论———过重罚金条款与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Ｊ］．法学论坛，２０１３（３）．
［２７］冯亚东．罪刑关系的反思与重构———兼谈罚金刑在中国现阶段之适用［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６（５）．
［２８］徐庭祥．论建构我国行政诉讼的一般证明标准［Ｊ］．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９（１２）．
［２９］Ｐｅｒｒｙ，Ｒ．，Ｅ．Ｋａｎｔｏｒｏｗｉｃｚ－Ｒｅｚｉｎｃｈｅｎｋｏ．Ｉｎｃｏｍ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ｕｎｉｔ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Ｊ］．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y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４）．

［３０］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Ｔ．，Ｍ．Ｔ．Ｗｅｌｌｓ．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ｕ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ｙ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ｉｎ
ｂｌｏｃｋｂｕｓｔｅｒ　ｃａｓｅｓ：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ｉｍ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６（１）．

［３１］胡静，崔梦钰．二元诉讼模式下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履行的可行性研究［Ｊ］．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９（６）．

［３２］Ｍｃ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Ｊ．，Ｗ．Ｋ．Ｖｉｓｃｕｓｉ．Ｔａｍｉｎｇ　ｂｌｏｃｋｂｕｓｔｅｒ　ｐｕｎｉｔ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ａｗａｒｄｓ［Ｊ］．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y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９（１）．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ｎｉｔ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Ｔｏｒｔ

ＣＨＥＮ　Ｗ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ｕｎｉｔ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ｈａｓ　ｔｗｏ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ｒｏｎｇｄｏｅｒ．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ｅｌｄｓ　ｔｉｍｅｓ，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ｕｎｉｔ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ｏ　ｆｉｌｌ　ｔｈｅ　ｄａｍａｇｅ．Ｗｈａ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ｎｏｒｍ．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ｅｑｕａｌ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ｐｕｎｉｓｈ－
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ｅｇ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ｗｈｉｃ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ｍｏｒ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ｏ　ｅｎ－
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ｕｎｉｔ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ｔ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ｎｅ－
ｆｉｔ，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ｏｌｖ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ｂｙ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ｕｎｉｔ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ｔｏｒ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ｙ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　ａｓ　ｔｈｅ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ｕｎｉｔ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ｔｏｒ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ｌｉ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ｒｔ

（责任编辑　周振新）

—５３—

陈　伟：环境公益侵权惩罚性赔偿之限缩适用


